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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热之喜与忧

刘笑敢


“国学”热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中仍在延续。这种现象令人喜忧参半。喜的是扫荡、批判、厌恶传统文化的潮流正在消退，忧的是国学的复兴与当年对传统文化的无情唾弃一样掺合着许多非理性、非学术、非文化的决定因素。

十多年前，我在新加坡教书，一位深圳来的研究生听了我的课以后说，我的课让她改变了对儒学和道家的看法，她们那一代一听道家就是消极、一听儒家就是迂腐。她的说法与我的经历、观察和感受是一致的：近代中国的知识阶层的主流是听传统则藐之，说儒道则拒之，在大陆尤其如此（有调查发现，民众对儒家伦理的认同程度与教育程度高低成反比，见本期“学思录”）。

近十年有了很大变化。尽管有刘梦溪这样的先生呼吁“国学缓行”，国学发展的趋势仍然不可阻挡。以国学命名的刊物、书籍、机构越来越多。一年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一个通识课，班上多数同学来自内地，我问大家是否赞成国学热，是否同意复兴传统文化，举手赞成者是大多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难料。

然而，据我观察，这些孩子与他们的父兄辈的不同，不是因为对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而是因为中国走出了弱国悲愤的阴影，于是多了些对国族的自信和自豪。然而，他们的生活和价值观念受传统文化之实际影响却更苍白，更虚弱。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是取决于他们对民族传统的了解和热爱，而是取决于中国及国际政治经济因素的消长。这与近百年来反传统思潮之起因和基础是一样的。所谓国学之命运的变化不是儒释道自身内容的变化，而是政治经济变迁的副产品。严肃的、有使命感的研究者，不应轻易为此而弹冠相庆。

在国学热中，学者的头脑不应该发热。不应该满足于弘扬和提倡，而需要作严肃的、深入的学术研究，需要对传统的儒释道思想作冷静的、深入的、非个人功利的研究、开掘、批判、扬弃与更新。严肃的学术研究和个人生命的体验与信仰可以并行，但是不应混同或相互替代。以注释或诠释代替严肃的、历史的客观性研究，又以诠释代替严肃的、立足于当代的哲学探讨和理论创造，这正是中国思想传统中的不足之处。不认识、弥补和修正这种不足，传统就很难真正转化为现代的思想文化资源和有生命力的百姓人伦日用的价值源泉。这是本刊同仁历来重视的课题，希望有志者利用本刊之园地共同探讨所谓国学提升与更新之道。

中国文化的命运是很多前辈先贤终身关切护卫的对象。半个世纪以前，钱穆及唐君毅等人在中国传统文化“花果飘零”之际，在孤岛创办了新亚书院，为中华文化延续命脉。唐君毅更是新亚书院哲学系和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创办人。今年是他的冥诞百年纪念。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校友会发起为唐君毅先生雕铸铜像。余英时先生应邀撰写的碑文，是难得的一篇好文字。新一代国学中人，会写典雅碑文的恐怕是凤毛麟角了。

本期仍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两种定向”为主题，为便于一般读者理解，我们从俗沿袭了“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说法。当然这种用法既非历史原意，更是歧义百出。本辑一些文章的用法，多将比较准确的注释或解释当作“我注六经”，将不准确的或曰创造性的解说当作“六经注我”。陈鼓应先生更将二者纳入王弼“得意忘言”的说法之下，但认为“得意忘言”的随意性会过度膨胀，因而特别提出要用谱系学的研究方法来梳理学派与思想间的关系。他重点讨论了文化的孔子与哲学的老子、《易传》的学派归属问题，以及《太极图说》与道家的源流关系。陈先生是老庄之学的前辈巨擘。他的观点不断引起广泛讨论和争议。但陈先生的文章持之有故，因而其对传统观点的挑战是值得重视和讨论的，不能仅以奇谈怪论目之。不同观点在事实与材料的基础上分析、论辩是接近真相、寻求突破的必由之途，也是提高学术研究水准的不二法门。拒绝论辩，也就等于拒绝提高。

笔者的文章直接讨论两种定向问题，但首先梳理陆九渊提出“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说的原意及其在古代和当代的历史演变，提出“庄子注郭象”和“郭象注庄子”更能体现学术界对于不同诠释和研究方法的区分与概括。两种定向的理论强调区别客观的、历史的、学术的研究取向和主观的、当下的、创构的思想取向。论者常问：两种定向难道不能结合吗？答曰：没有区分，只会混淆；必有区别，而后方可言分合之际。没有两种定向的自觉意识，所谓结合就是主客纠缠，古今混战。文学艺术之创作或可以融古今主客为一体，严肃的学术研究则绝对不可。正如某人或可不自觉地将武术动作带入芭蕾舞，其结果或新或怪，或成或败，但无论如何不能将不同行当的混淆当作芭蕾舞艺术之正途。

本期有四篇文章就《老子》及道教经典之注解和讲解来讨论有关诠释中的误解或发挥的现象。尹志华的文章是通论和概述，展示了在诠释活动中“借题发挥”和“忠于文本”两种取向之间的紧张，强调诠释者的自由度不是无限的。陈丽桂的文章通过承袭与创造两方面分疏《淮南子》对老子思想的阐释和发挥，指出刘安及其宾客转化了老子原意，将其作了创造性转化，而这样做是不可避免有得有失的。《老子》在后世变成了道教经典，这就要对《老子》作出符合道教教义的新解释。李刚的文章以陈景元《老子注》为例作出新的分析，特别是指出道教“身国同治”的理论相当于德国哲学家所说的“器官投影”，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将世界看成有机整体的特点。《老子》成为道教经典之后，老子也获得诸多尊号，太上老君即其一。劳悦强的文章通过《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研究道教讲经活动，是一个少见的题目。上述文章所讨论的文献主要都是借古说今，借经抒己，借注创新。这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而欧洲思想史上的思想家则都是直接发表自己与前人不同的新理论，对前人或经典的承继和批驳都比较直截了当。中国当代儒释道的研究和发展究竟应该走中国传统的假借诠释、畅发己意的老路，还是应该采用源自欧洲的现代的学术研究规范和理论创造的形式，这是国学界同仁应该深思与选择取舍的问题，至少应该有一个自觉的立场。

本期有两篇关于朱熹之四书集注的文章。陈荣开以极为细密的分析考察朱熹对《中庸》第二十章之内在结构的理解，其精细之处，可谓别开生面。周启荣（Kai-wing Chow）的文章从朱熹建立儒学道统与正统的角度解读他的《四书集注》，凸显他在《集注》中对佛、老及陆九渊的批判立场。本辑中另有两篇值得注意的文章。Chris Fraser（方克涛）的文章从行动与行动性（action and agency）的角度比较先秦哲学与希腊哲学和启蒙哲学，认为先秦的行动与行动性模式是分辨与回应（discrimination-and-response model），而不是信念与欲望的模式（belief-desire model），不强调个人的深思熟虑与抉择。作者还引入“可靠区分的回应趋向”（reliable differential responsive dispositions）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并认为这一讨论可以为现代人重新考虑关于行动性的预设提供有益的资源。龚隽的文章比较全面和详细地讨论了胡适的禅学研究，其特点是将这一研究放回具体的思想史脉络中来处理，揭示了一般著述习而不察的问题。特别是对胡适与铃木大拙关于禅学研究的争论，作者在资料的运用和要点的把握方面都超出了同类的研究。

本期的几个专栏都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亮点。特别值得推荐的是“学思录”所发表的林同奇的访谈录。林先生六十岁到美国，在哈佛作研究已经二十年，与美国很多重要学者和思想家有直接交流，对中国与美国的学术、文化与习俗都有理论的研究和亲身的体会，所以谈中说西，讲学论道，品雅评俗，挥洒自如，多有平易之宏论。访谈内容涉及国学热，儒学是不是宗教，经典诠释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以及美国汉学研究等很广泛的内容。相信不同兴趣和背景的读者都能从中发现有益的启迪。“新叶林”发表了林光华和蒋丽梅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老子之道的研究，一篇是关于王弼《老子注》的研究。两篇都经过专家匿名评审并做过修改。未来在于年轻人，希望能看到更多年轻学子的严肃研究。本期“回音谷”有比较热烈的讨论，比如关于经典诠释中文本原意的悖论问题，关于中国哲学的“哲学”性问题，以及关于第四期Stephen C. Angle（安靖如）《人权与和谐》以及黄勇关于《二程论“为什么要有道德”》二文都有值得思考的回应。我们期待有更多学者参加本刊之各种议题之讨论。

自2007年5月本刊出版第一期，历经两个春秋，已经到第五期了。本刊的目标和努力已经得到很多朋友的认可和鼓励。显然，各方的支持是本刊成功的根本条件。希望大家继续关心本刊，及时将大家的感想和建议告诉我们，与我们一起推进中国哲学作为学术研究和作为民族文化两个方面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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